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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 2006—2019 年国别数据构建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衡量包容

性发展水平, 考察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效应。 研究发现:
(1)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且通过设施联

通、 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机制发挥作用。 (2)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

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 “一路” 国家, 对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不具有明显的

分化效应。 (3) 拓展检验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并未显著提高沿线国家债务增长水

平, “债务陷阱论” 缺乏实证基础。 本研究对于全面评估 “一带一路” 倡议的效应,
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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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回顾

经济全球化刺激了全球范围内资金资本、 信息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

加速流动, 推动了全球经济体的生产力发展, 从而形成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全球经济生产格局, 这对于构建公平、 公正的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由于经济全球化固有的缺陷, 以及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非均衡发展, 当

前全球经济格局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经济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带来南北经济发展差

距扩大、 部分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等问题。 随着 “逆全球化” 和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逐步兴起, 基于经济包容性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经济发展体系亟待优化与变

革。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 G20 杭州峰会上提出, 要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促进包容性发展, 以及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 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

经济增长成果。 促进包容性发展与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的本质, 在于让更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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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 逐步改善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
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 中国在构建开放

型经济体制, 推进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基于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需

要,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 旨在积极发展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为沿线国家推动包容性发展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共建 “一带一路” 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

合作平台。 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 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开放合作新平

台, 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与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内涵相契合。
本文主要回答以下问题: 当前已有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
倡议, 那么从促进包容性发展的实践效果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是否取得了初

步成效? 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厘清上述问题, 对于全面评估 “一带一路”
倡议的效应, 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含义。

当前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经济影响的探究主要分为两支文献。 第一支文献

分析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多维度影响。 鲍洋 (2020) [1] 研

究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通过促进就业、 税收、 投资增长等渠道降低了沿线

国家的债务水平。 宋弘等 (2021) [2] 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提高沿线

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 吕炜和李晓伟 (2021) [3] 采用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了沿线国

家的民生发展水平, 验证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民生发展作用。 戴翔和宋婕

(2021) [4] 通过实证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提升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 此外, 部分学者强调 “一带一路” 背景下经济活动的影响。 例如, 一些

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技术升级, 从而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胡再勇等, 2019[5] ; 姜峰等,
2021[6] )。 第二支文献主要从投融资、 国际贸易、 企业升级等方面考察 “一带一

路” 倡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吕越等 (2019) [7] 考察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中国

对外投资的影响; 罗长远和曾帅 (2020) [8] 检验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企业融资

的影响; 王桂军和张辉 (2020) [9] 考察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企业升级的作用;
卢盛峰等 (2021) [10] 检验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高附加值出口的影响。 然而, 现

有文献主要探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增长、 企业创新、 经贸合作、 全球价值链提

升、 民生发展等方面的经济互动行为, 鲜有研究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

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
学术界对包容性发展的定义进行了广泛研究, 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种: 第

一, 根据世界银行的基本定义, 包容性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 The
 

World
 

Bank, 2000) [11] 。 第二, 将包容性发展作为益贫式增长的重要方式, 其核心观点在

于使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 (Ravallion
 

and
 

Chen, 2003[12] ;
Ianchovichina

 

and
 

Lundstrom, 2009[13] )。 Ali 和 Son (2007) [14] 将包容性发展定义

为社会机会的益贫式增长方式, 强调非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 认为相较于益贫式增

长, 包容性发展更多体现经济普惠性 (Tang, 2008) [15] 。 第三, 根据亚洲银行报告

的延伸内涵, 将包容性发展定义为获得参与经济机会的平等性, 强调经济增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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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惠性 (Anand
 

et
 

al. , 2013) [16] 。 George (2011) [17] 认为包容性发展是促进经

济机会增加且机会平等的增长模式, 强调就业机会增长以及经济机会平等是包容性

发展的重要内容。 上述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主要涵盖 “包容性” 与 “经济增长” 两

个维度, 其中 “包容性” 注重参与经济机会的平等性, 这与促进包容性发展, 共

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的主题相一致。 目前, 已有文献采用曲线函数、 指标体系等方

式衡量包容性发展 ( Ali
 

and
 

Son, 2007; Anand
 

et
 

al. , 2013; 徐强和陶侃,
2017[18] )。 然而, 以往文献在测量方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一方面, 由于曲线

函数法的测量指标可行性较差, 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 因而难以客观衡量包容性发

展水平。 另一方面, 指标体系法虽然比较全面, 但存在指标信息重叠、 主观性较强

等问题。 此外, 部分文献采用人均 GDP 和基尼系数进行衡量, 但忽略了经济发展

和公共产品的内容。 实际上, 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包含两个目标, 一个是经济增长,
另一个则是包容性。 当前,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同时将经

济产出和包容性维度纳入统一测量框架, 有效反映包容性发展的实际状况, 因此,
已逐渐被广泛用于包容性发展的测量中 (范建双等, 2018) [19] 。 鉴于此, 本文将

“包容性” 和 “经济增长” 纳入统一考量范围,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全要素生产

率指数构建包容性发展指标。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 第一, 既有文献虽然揭示了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

线国家的经济影响, 但鲜有文献从包容性发展角度考察 “一带一路” 倡议的效应。
实际上, “一带一路” 倡议满足沿线国家推进现代化和提高自身经济能力的迫切需

要, 为沿线国家营造便利化的贸易投资环境, 从而提高经济可持续性。 因此, 研究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 少有研究在实证

层面探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 而且缺乏对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探

究。 本文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 并从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方面探讨作用机制。 第三, 本文将 “包容性”
和 “经济增长” 纳入统一考量范围, 采用全域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构

建包容性发展指标, 为包容性发展的识别研究提供了具有操作性和应用性的测量

方式。

二、 理论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包容性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为更多发展中国

家提供经济参与机会, 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二是有助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减少贫富分化并提高经济可持续性, 推动经济包容性发展。 已有文献发现, 国际

援助与外资、 对外贸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包容

性发展, 主要表现为营商环境优化、 就业机会增加、 收入水平提高等方面。 基于

此, 本文聚焦于 “一带一路” 倡议如何有利于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这一重要问题。
客观上, 二战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构建起基于市场经济规律的全球经济运行体

制, 推动了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市场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增长。 然而, 当前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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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体制的固有弊端逐步显现, 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几乎难以兼顾发

展中国家的需求 (欧阳康, 2018) [20] 。 此外, 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

秉持的二元对立思想存在较大局限性, 不利于构建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互利

共赢的全球经济秩序 (裴长洪和刘洪愧, 2018) [21] , 从而阻碍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发

展。 因此, 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发展

失衡问题。 同时,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的包容性发展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规则,
其倡导的利益、 责任、 命运共同体理念更符合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方向 (刘同

舫, 2018) [22] 。 对于沿线国家而言,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为共同打造具有包容

性、 普惠性的合作框架提供了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一带一路” 倡议更强调国家

之间的战略对接, 发挥比较优势, 寻找利益共同点。 这能使更多地区受益, 特别是

推动社会公平与减少贫困, 从而缓解市场机制失灵所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 “一带

一路” 倡议通过发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谋求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 从而

推动经济互利共赢和包容性发展。
从实践角度出发, “一带一路” 倡议聚焦于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机制, 在经济合作中分享经济增长红利, 推动收入和就业增

长, 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 因此, “一带一路” 倡议可能主要通过 “五通” 作

用机制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发挥正向作用。
在政策沟通方面,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政策沟通框架, 政策沟

通是 “一带一路” 倡议重要的政治基础与政治保障, 是寻找双边利益契合点的重

要前提。 “一带一路” 倡议基于共商、 共建、 共享的原则进行政策沟通, 为沿线国

家包容性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 通过良好的政策沟通, 中国会更为

关注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 有利于增加沿线国家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 在促进

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利益共享的过程中, 推进其包容性发展水平的提高。
在设施联通方面, 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 对经济体的收入分配、 减

贫、 就业机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Duranton
 

and
 

Turner, 2012) [23] 。 当前, “一带

一路” 倡议下的设施联通超越了一国内部基础设施, 强调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

基础设施连接与沟通。 具体来说,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加快交通设施、 能源设

施、 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会提高资源要素的可获得性, 提升沿线国家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沿线国家产业承接能力和生产环节

梯度转移能力, 提高沿线国家承接高新技术扩散和吸收创新的水平, 为提高经济发

展可持续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此外, 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在加快生产要素流动的同

时, 也推动了国内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的经济互动, 有助于加快劳动力流动, 缩

小地区差距, 实现地区经济协同发展 (Ahlfeldt
 

and
 

Feddersen, 2018) [24] 。
在贸易畅通方面, 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 是推动

包容、 普惠、 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以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降低、 法治

体系完备为表征的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发展, 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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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高端化产业并转移生产环节, 增加各国平等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 保障各国在

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的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 特别地, 贸易自由化、 便

利化对技术与产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明显的作用, 主要通过规模

经济、 技术溢出等渠道促进其经济跨越式发展 ( Portugal-Perez
 

and
 

Wilson,
2012) [25] 。 实际上,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深化拓展,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畅

通方面逐步形成新型贸易合作机制, 提升了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 从而促进了

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流动, 为吸引外来高端要素和推动现代化生产环节梯

度转移奠定了基础, 为最终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促进经济成果共享提供了重要

机会。
在资金融通方面, 面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融资需求, 中国与各国及

国际性银行共同建立 “一带一路” 资金支持体系, 旨在打造具有包容性与适用性

的金融产品, 持续提高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普惠性 (徐思等, 2019) [26] 。 当前,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银行联合体等金融合作机制不断完

善, 已覆盖多个沿线国家。 显然, “一带一路” 倡议的资金融通机制可以缓解沿线

国家的资金不足问题, 提升其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 (徐忠, 2018) [27] , 从而激发沿

线国家的经济活力。 此外, 由于大部分沿线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 其经济发展受到

经济波动、 政权更迭、 宗教矛盾、 恐怖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面临较大的融资困

境。 “一带一路” 倡议推行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资金融通模式, 有助于提高沿线

国家的融资意愿, 提高融资可持续性, 进而产生民生改善、 生产率提高、 贫困率降

低等正向溢出效应。
在民心相通方面, 本质上, 双边经济往来深化需要各国群众增强文化认同感,

因而民心相通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更宽领域合作的社会根基 ( 李向阳,
2018) [28] 。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通过促进以人文交流为主的民心相通, 夯实经济

合作的民意基础, 推动签署科研合作、 民生工程、 科技创新等双边合作项目, 促进

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研判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影响, 本文将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作为准自然实验,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设定需

要界定实验组和控制组, 以及实验前后的时间, 因此需要设定倍差项 (DID) 进行

研判。 政策处理变量 (Treat) 为虚拟变量, 若该国属于实验组, 则变量 Treat 赋值

为 1, 否则为 0。 政策时间变量 (Post) 为虚拟变量, 若年份为政策实施后, 则变

量 Post 赋值为 1, 否则为 0。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it = α0 + α1DIDit + αX it + δi + ηt + εit (1)

其中, i 和 t 分别代表国家和年份; Yit 代表经济包容性发展水平; DIDit 为倍差

项, 为 “一带一路” 倡议政策处理变量 (Treat) 与政策时间变量 (Post) 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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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X it 代表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 δi 和 η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二) 主要变量说明①

考虑到 “一带一路” 倡议在 2013 年提出, 本文以 2006—2019 年 124 个国家的

面板数据为样本, 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联合国数据库、 CEPII 数据库

以及相关统计公报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范建双等 (2018) 的经验方法, 采用全域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

率指数构建包容性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当前, 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包容性发展

旨在革除贫困积弊, 增加就业机会, 倡导经济机会平等和经济绿色发展模式, 其重

点在于提升民众福利水平,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 Roemer, 1998[29] ; 林毅夫等,
2008[30] )。 本文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收入分配、 能源投入、 绿色发展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平等性纳入测量范围。 具体而言, 以沿线国家的资本存量、 劳动人

数、 能源投入为投入变量, 以国内生产总值和发展平等性指标为期望产出, 以基尼

系数、 二氧化碳排放量、 失业率为非期望产出。 包容性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发展效

率, 而且包含经济发展平等, 其初衷在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
因此本文采用沿线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与世界均值的比值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平等

性; 采用永续盘存法测量资本, 设定基期为 2006 年, 折旧率为 6%; 采用石油、 天

然气、 煤炭的消费量衡量能源投入。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正式签署 “一带一路” 相关合作文件的国家作为正式参与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国家, 将其设定为实验组, 其他未签署相关合作文件的国家为控制组。
设计以下三个模型, 以缓解可能存在的设定偏误。

(1) 模型一。 参考戴翔和宋婕 (2021) 的做法, 将签署 “一带一路” 相关合

作文件的国家作为实验组, 将合作文件签署年份作为政策实施时间, 构建双重差分

模型。 当 i 国在 t 年签署 “一带一路” 相关合作文件时, 赋值为 1, 否则为 0。
(2) 模型二。 为了准确研判 “一带一路” 倡议的作用, 采用陈林 (2018) [31]

的 “观测期” 剔除法, 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删除了 2018 年、 2019 年签署相关合作文

件的国家, 只选用 2014—2017 年的早期签署国家作为实验组。
(3) 模型三。 在模型一的控制组中, 有 27 个国家未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

相关文件, 而这些国家几乎均为发达国家, 且大多不属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这可能会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共建 “一带

一路” 的抉择有所不同, 容易引致模型设定的非随机性。 因此, 在模型二的基础

上, 本文将截至 2019 年未签署 “一带一路” 相关合作文件的 27 个国家从样本中

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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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以往文献, 选取如下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 (1) 制度环境 ( Ins),
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六个指标的均值衡量。 (2) 经济发展 (GDPr), 采用

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衡量。 (3) 人口数量 (Pop), 采用一国人口总数量衡

量。 (4) 金融发展 (Fina), 采用一国私营部门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5) 资源禀赋 (Res), 采用一国的矿石、 金属和燃料占商品出口的比例衡量。 (6)
人口密度 (Dp), 采用一国的人口总数与土地面积的比值衡量。 (7) 外贸依赖度

(Tra), 采用一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 “一

带一路” 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包容性发展, 前文理论论述得以验证。
这意味着, 中国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推动经济包容性

发展的重要平台。 可以预期,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深入发展, 中国与沿线国家

共商、 共建、 共享的经济效益将全面彰显, 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 实现

命运自主, 命运与共。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①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2) (3) (4) (5) (6)

DID 0. 0158∗∗∗ 0. 0123∗∗ 0. 0100∗∗ 0. 0079∗∗ 0. 0099∗∗ 0. 0084∗∗

(0. 003) (0. 005) (0. 004) (0. 004) (0. 004) (0. 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736 1
 

736 1
 

736 1
 

736 1
 

358 1
 

358

R2 0. 029 0. 036 0. 018 0. 030 0. 016 0. 031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②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重要假定之一为, 在未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时, 实验组与

控制组的包容性发展具有平行变化趋势。 本文以 “一带一路” 相关合作文件的签

署时间为基准期, 并设定前后 5 期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图 1、 图 2、 图 3 分别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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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展示了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及

其 95%的置信区间。 可见, 基期以前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不能拒绝为零的原假设,
说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模型一)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模型二)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 (模型三)

2. 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回归结果可能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本文随机产生沿线国家名单,
基于基准模型对经济包容性发展重复做 2000 次回归模拟。 图 4、 图 5、 图 6 分别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的回归值 P 值分布图, 可见本文结果具有稳健性。

　 　 图 4　 安慰剂检验 (模型一) 　 　 图 5　 安慰剂检验 (模型二) 　 图 6　 安慰剂检验 (模型三)

3.
 

内生性检验

一方面, 一国经济包容性发展可能影响 “一带一路” 倡议国家的选择, 即存

在逆向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 本文虽然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但仍然可能存在遗

漏变量的问题, 从而造成实证结果有偏。 因此, 本文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以缓解

逆向因果问题, 并进一步引入其他政策变量, 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本文采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相似度作为工具变量①, 数据来源于 CEPII 数

据库。 语言相似度衡量的是两国之间语言的总体相似程度, 体现了两国间自主交往

程度。 一方面, 中国与一国的语言相似度越高, 说明两国间的文化认同感越强, 从

而该国越可能加入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 满足相关性假设; 另一方面, 国家语

言文化主要来源于各国历史和社会文化, 对一国经济包容性发展不具有直接影响,
满足排他性假设。 因此, 选择该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由于语言相

似度不随时间变化, 本文将语言相似度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

34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9 期

①

 

限于篇幅, 语言相似度指标的测量方法查阅同前。



归。 表 2 列 (1) — (6) 为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结果。 其中, 列 (1) — (3)
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 (Lan)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语言相似度与参

与 “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显著相关性, 满足相关性假设。 列 (4) — (6) 为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此外, 样本期内其他国际重要经济政策和事件会对本文实证估计产生影响, 从

而可能存在遗漏关键变量的问题。 对此, 本文搜集整理了样本期内与经济包容性发

展相关的重要国际事件与会议, 并分别构建其倍差项进行控制, 具体包括: 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了 “包容性增长”; 2011 年中国海南举办博鳌会议, 以

“包容性增长” 为年会主题; 2012 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 “16 + 1” 合作机制;
2014 年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以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挑战。 具体地, 本文采

用 2007 年的年份虚拟变量 (ADB) 控制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的影响, 采用 2011 年博

鳌会议参与国虚拟变量 (BFA) 控制该会议的影响, 采用 2014 年金砖国家会议参

与国虚拟变量 (BRICS) 控制该会议的影响, 采用 2012 年中东欧 “16+1” 合作机

制参与国虚拟变量 (CEE) 控制该合作机制的影响。 结果如表 2 列 (7) — (9)
所示, 可以发现结论依然成立。

表 2　 内生性检验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2) (3) (4) (5) (6) (7) (8) (9)

Lan 0. 0260∗ 0. 0316∗ 0. 0254∗

(0. 014) (0. 017) (0. 014)

DID 　 0. 0260∗ 　 0. 0215∗∗ 　 0. 0214∗ 　 0. 0120∗∗ 0. 0074∗ 　 0. 0077∗

(0. 014) (0. 010) (0. 012) (0. 005) (0. 004) (0. 004)

ADB
0. 0036 0. 0026 -0. 0008

(0. 004) (0. 004) (0. 005)

BFA -0. 0227∗ -0. 0226∗∗∗ -0. 0193∗∗∗

(0. 012) (0. 005) (0. 006)

BRICS
0. 0415 0. 0428∗∗∗ 0. 0925∗∗∗

(0. 042) (0. 010) (0. 014)

CEE
0. 0029 0. 0053 0. 0067

(0. 005) (0. 006) (0. 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596 1
 

596 1
 

232 1
 

596 1
 

596 1
 

232 1
 

736 1
 

736 1
 

358

R2 0. 029 0. 015 0. 030 0. 029 0. 015 0. 030 0. 057 0. 051 0. 073

F 63. 34 37. 17 4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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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随机检验

由于社会文化、 经济发展、 地理位置等因素可能对沿线国家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产生非随机性影响, 因此本文引入国家因素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对其进行控

制。 具体而言, 本文构建华人文化圈 (Pci) 衡量中国与各国的文化相似度, 若该

国处于华人文化圈, 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OECD)
衡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 若该国为 OECD 国家, 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以沿海国

家 (Coa) 衡量各国地理区位, 若该国为沿海国家, 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结果

依然验证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
5.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检验

本文运用 Logit 模型估计实行 “一带一路” 倡议的概率值, 并在共同取值范围

内, 运用无放回的一对一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匹配, 找出与实验组相匹配的控制

组, 并剔除没有匹配成功的实验组样本, 最终构成研究样本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本

文结论依然成立。
6.

 

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从如下方面对包容性发展进行重新测量和检验。 第一, 采用基尼系数。 第

二, 采用人均 GDP。 第三, 采用民生发展指数。 第四, 采用指标体系法。 基于亚

洲开发银行的定义 (McKinley, 2010) [32] , 本文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共同富裕与

收入平等、 经济参与平等性等维度构建包容性发展评价体系①, 并采用面板熵值法

进行衡量。 上述检验发现, 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7.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 验证政策唯一性。 “一带一路” 倡议

的作用可能受同期相似政策的影响。 2012 年中国-中东欧 “ 16 + 1” 合作机制成

立, 目标是在基础设施、 国际贸易投资等方面推进互联互通, 已成为 “一带一

路” 倡议的重要合作平台。 本文将中东欧 16 个国家从研究样本中剔除, 以考察

排除 “16+1” 合作机制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真实作用。 第二, 检验时间随机

性。 本文将政策时间节点从 “一带一路” 相关合作文件签订的年份提前至 “一

带一路” 倡议提出前的 2012 年, 以考察 “一带一路” 倡议的时间随机性影响。
第三, 采用控制变量的滞后项进行检验。 第四, 缩尾检验。 考虑到变量异常值可能

会产生影响, 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 5%缩尾处理。 上述检验的结果显示, 本文

结论依然成立。
(三) 异质性检验

1.
 

经济发展异质性

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将高收入经济体定义为发达国家, 将其他经济体定义

为发展中国家, 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如表 3 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基

本显著为正, 说明总体上 “一带一路” 倡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显著的

包容性发展效应。 其中, 列 (4) — (6) 核心解释变量 DID 系数的显著性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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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 原因

在于, 当前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可持续发展需求, 让发

展中国家积极共享发展经验, 从而推动双边合作共赢, 这是在经验层面批驳 “一

带一路” 倡议质疑论的有力证据。 同时, 实证检验发现该促进作用对发达国家

基本成立, 说明需要进一步扩大沿线国家 “朋友圈” , 打造共商、 共建、 共享

之路。

表 3　 经济发展异质性

变量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2) (3) (4) (5) (6)

DID 0. 0147∗∗∗ 0. 0095∗ 0. 0095 0. 0162∗∗ 0. 0121∗∗ 0. 0123∗

(0. 004) (0. 005) (0. 006) (0. 007) (0. 005) (0. 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74 574 308 1
 

148 1
 

148 1
 

036

R2 0. 081 0. 066 0. 124 0. 041 0. 037 0. 040

2.
 

地理区位异质性

本文参考吕越等 (2019) 的做法, 根据是否与中国接壤将各国分为地理邻近

国家和非邻近国家, 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无论对地理邻近国家还是非邻近国

家的经济包容性发展均具有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在地理

区位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 4　 地理区位异质性

变量

邻近国家 非邻近国家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2) (3) (4) (5) (6)

DID 0. 0267∗∗ 0. 0225∗∗ 0. 0184∗ 0. 0134∗∗ 0. 0110∗∗∗ 0. 0118∗∗

(0. 013) (0. 010) (0. 011) (0. 005) (0. 004) (0. 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68 168 140 1
 

568 1
 

568 1
 

218

R2 0. 104 0. 091 0. 105 0. 049 0. 043 0. 040

64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9 期



3.
 

“一带” 与 “一路” 国家异质性

本文借鉴陈万灵和何传添 (2014) [33] 的思路将沿线国家分为 “一带” 和 “一

路” 国家, 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如表 5 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在 “一

路” 国家更为显著, 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对 “一路” 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更

强。 原因在于, 中国与 “一带” 国家的相关包容性合作项目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因此, 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国与 “一带” 国家的产业园区和经济走廊合作, 打造以

“惠民生” 为主的双边合作体系, 以实现共同富裕。

表 5　 “一带” 与 “一路” 国家异质性

变量

“一带” “一路”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2) (3) (4) (5) (6)

DID 0. 0214 0. 0227∗ 0. 0152 0. 0110∗∗ 0. 0089∗∗ 0. 0081∗

(0. 015) (0. 013) (0. 012) (0. 005) (0. 004) (0. 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38 238 224 1
 

484 1
 

484 1
 

120

R2 0. 032 0. 029 0. 024 0. 050 0. 044 0. 040

五、 机制检验与拓展检验

(一) 机制检验

由于 “五通” 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工作内容, 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重点合作方向, 因此 “一带一路” 倡议对 “五通”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参考

江艇 (2022) [34] 的做法,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机制变量, 以考察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 “五通” 作用渠道所解释。
具体模型如下:

Yit = λ0 + λ1DIDit + λ2IMit + λX it + δi + ηt + εit (2)
其中, IMit 代表机制变量, 包括政策沟通 (Policy)、 设施联通 (Manu)、 贸易

畅通 (Trade)、 资金融通 ( Inve) 和民心相通 ( Mora)。 本文参考戴翔和宋婕

(2021) 的经验做法, 考虑部分国家数据的可得性问题, 构建调整后的 “五通” 指

标体系①, 并采用面板熵值法进行分维度测量。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可以得

到如下五个结论。
第一, 在基准回归中加入政策沟通变量后, 政策沟通变量 Policy 的系数不显

著, 说明对于签署 “一带一路” 相关文件的沿线国家而言, 政策沟通不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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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容性发展效应。 原因在于,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署相关文件后,
双边政治互信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是政策互信和

发展战略对接长期建设的结果, 因而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政策沟通发挥经济包

容性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第二, 设施联通变量 (Manu) 的系数基本显著为正, 表明设施联通是 “一带

一路” 倡议推动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可能影响渠道。 这意味着, “一带一路” 倡

议可以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提升沿线国家产业承接能力和生产环节梯度转移能

力, 有助于提高沿线国家承接高新技术扩散和吸收创新的水平, 为提高经济发展可

持续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第三, 检验结果基本验证了贸易畅通机制, 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有助于推动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 为吸引外来高端要素和推动现代化生产环节梯度转移奠

定了基础, 并最终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促进经济成果共享提供了重要机会。
第四, 机制检验结果可以验证资金融通这一影响机制的存在。 这说明 “一带

一路” 倡议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 投资合作等, 有利于缓解沿线国

家的融资约束问题, 推动沿线国家重大投资项目落地, 提升沿线国家在经济建设、
民生工程、 就业增加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从而推动经济包容性发展。

第五,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尚未通过民心相通这一影响机制

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 原因在于, 当前 “一带一路” 的

民心相通主要集中于双边官方层面的文化艺术交流, 民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较为不

足。 因此, 需加快构建多方参与、 通力合作的民间交往格局, 从而更好地提供良好

的公共产品, 促进包容性发展。

表 6　 机制检验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2) (3)

DID
0. 0109∗∗ 0. 0050 0. 0047

(0. 005) (0. 007) (0. 007)

Policy
0. 0156 0. 0155 0. 0143

(0. 012) (0. 012) (0. 016)

Manu
0. 0362∗ 0. 0259∗ 0. 0217

(0. 020) (0. 015) (0. 014)

Trade
0. 0227∗ 0. 0286∗ 0. 0200

(0. 012) (0. 015) (0. 016)

Inve
0. 0232∗ 0. 0257∗ 0. 0302∗

(0. 014) (0. 015) (0. 017)

Mora
0. 0106 0. 0070 0. 0575

(0. 032) (0. 033) (0. 1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
  

736 1
 

736 1
 

358

R2 0. 041 0. 035 0. 038

84

《国际贸易问题》 2023 年第 9 期



(二) 拓展检验

部分关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质疑认为,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大型产能合作

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高额度贷款, 使得沿线国家无力偿还贷款,
进而迫使其以项目控制权和部分主权为代价获得债务减免, 即形成 “债务陷阱”。
实际上, 共建 “一带一路” 主要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要手段, 交通、 能源等

大型合作项目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方式, 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沿线国家

举债开展。 基于此, 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 “一带一路” 倡议在发挥包容性发展

作用的同时, 是否也引致了更多的 “债务陷阱”?
本文进一步采用世界银行国际债务数据库整理了国别宏观债务数据, 对 “一

带一路” 倡议与沿线国家债务增长的关系进行拓展性检验。 参考金刚和沈坤荣

(2019) [35] 的做法, 本文以外债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短期债务占总外债的比重

衡量沿线国家的债务增长水平。 在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后形成非平衡国别面板数据,
涵盖了 81 个国家。 结果如表 7 所示, “一带一路” 倡议并未明显提高沿线国家债

务水平, 表明 “债务陷阱论” 缺乏实证基础。

表 7　 “一带一路” 倡议与沿线国家债务增长

变量

外债存量占国民收入比重 短期债务占总外债比重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1) (2) (3) (4) (5) (6)

DID 2. 5203 -6. 1294 -5. 8928 -0. 8868 -2. 2581 -1. 2957
(2. 871) (3. 942) (4. 086) (1. 091) (1. 599) (1. 5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128 1
 

128 1
 

016 1
 

134 1
 

134 1
 

022

R2 0. 176 0. 179 0. 183 0. 067 0. 071 0. 080

六、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 2006—2019 年 12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基于双重差分法考察 “一带

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

通过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机制, 促进了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 “一带

一路” 倡议的积极作用存在异质性,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主要集中

于发展中国家和 “一路” 国家, 但对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不具有明显的差异化效

应; 拓展检验发现, “一带一路” 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增长水平不存在明显影响,
“债务陷阱论” 不成立。 上述基本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本文强调 “一带一路” 倡议的积极作用, 批驳了 “一带一路” 倡议的相关质

疑, 不仅有助于从包容性发展角度对 “一带一路” 倡议在促进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方面的效应做出经验评估, 而且对于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促进包容性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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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一方面, 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 更需要聚焦于互联互通合

作, 提升经济合作的平等性、 协商性与自愿性, 促进包容性发展。 另一方面, 应加

快推进长效合作机制的建立, 构建 “一带一路” 包容性生态圈, 基于沿线国家的

利益需求积极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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